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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民國對在臺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因應 

看中華民國的東亞冷戰局勢理解* 

任天豪** 

 二戰的結束是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捩點，然而，東亞

的局勢並未因戰事的結束而底定。其中一項原因，乃是在中國內

部的國共內戰所衍生的兩岸對峙之局，而其本質上具有傳統的「正

統之爭」意義。在雙方長期的對抗局面中，原應較為不染俗世事

務的宗教，也成為兩岸競爭的對象之一。也因如此，創價學會及

與其有高度淵源的日本公明黨，便在進入中華民國一心建設為「反

攻大陸基地」的臺灣之後，成為中華民國所需認真因應的宗教性

團體。本文嘗試以庋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之《外

交部檔案》為主要史料，探究中華民國在冷戰局勢下，如何在此

涉及中華民國、中共與日本三方關係下的議題，如何影響中華民

國的決策，並自此一牽涉宗教事務的角度，探討其中所體現的意

義，特別是在東亞冷戰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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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可謂毋庸置疑的歷史轉捩點。在全球，美、

蘇兩大扭轉二戰戰局的關鍵國家，開始建構戰後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在

東亞，日本競逐東亞領袖的意圖失敗，中國一度有機會以其「世界五強」

的地位，重建或至少局部恢復傳統的東亞秩序；在中國，近代以來最長的

對外戰事終於完結，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卻使中國重陷數百年未見的

分裂局面。因此，二戰的結束並未帶來和平，反而進入一種「曖昧」的對

抗狀態，是即「冷戰」的型態。而東亞的冷戰局勢，雖然表面上有著與歐

洲類似的圍堵形式，但成因卻未必相同，也應包括在地政權的決策選擇。

因此，東亞的冷戰史仍有許多深探的空間。 

一般而言，「宗教」是較少被用於探究戰後中國局勢的一個研究角度，

可能與宗教本身相對出世的性質有關，或者由於宗教不時面臨政治的壓

迫，因而若非與政權表面合作，便是轉入地下發展，故較不易成為理解戰

後政治外交史的切入點。然而，倘若採取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利用以政府

檔案為主的研究取向，查探政權在面對實體性的宗教組織時，如何評估其

意義以決定因應的方式，或許便能擴展過去較少觸及的政策層面，進而更

深入地認識當時的歷史狀況。1是故對於二戰結束乃至兩岸分治後的對峙狀

態，如若透過政權對宗教組織的行動予以理解，應能呈現更為清楚的戰後

東亞景況。因此，本文乃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檔案》，及

國民黨黨史館所庋藏的國民黨檔案等檔案資料為主，爬梳二戰結束卻即退

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在面對來自日本的「創價學會」、及 1964 年更進一

                                                      
1
   近年來，也有少許以宗教為切入點，探討冷戰中的意識形態建構或對抗等議題的研

究成果。如在與本文類似的概念上，即有坂井田夕起子的《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

－玄奘三蔵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在其後半部探討1950年代以來，中

華民國在對玄奘遺骨一事上的舉措，包括藉其塑造與自身所需的反共意識有關的意

義與論述，不僅讓人體會冷戰局勢裡不為人知的政治手段介入，也體現宗教實亦難

脫現實影響的情況，無論宗教相關之人、事、物本身有無主觀參與的意圖。相關研

究，請參見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蔵の遺骨をめぐる

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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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組成實質政治組織的「公明黨」時，如何思索並因應的歷程。期望能藉

之增進在二戰以後的冷戰期間，兩岸「中國」的對抗局勢，對此後東亞政

治發展的影響情形。2
 

選擇創價學會為切入角度，其實還有另一個益處。蓋戰後猶未遷臺的

中華民國，便已因為很快進入「戒嚴」體制，而對任何可能影響其政權的

物事更感疑慮。是以即使是對俗世事務相對疏離的宗教，只要其具有一定

的組織力量，便有可能採取較強硬的手段因應。3特別當該宗教若係來自其

冷戰「盟友」日本的跨國性宗教組織之時，自將使中華民國面臨較難透過

相對專斷的國內手段處理，而需考慮對外關係等面向的狀況，增加其處置

的複雜性，也因而能夠體現中華民國在決策上的內部性質。尤其創價學會

即在日本也不無神秘性質，4身處東亞冷戰局勢下的中華民國，自然容易在

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做出各種舉措，從而體現中華民國在當時的局勢理解

(perception，一般譯為「知覺」)情形。因此，有關中華民國對於創價組織在臺

                                                      
2
   運用政府檔案探討創價學會在臺傳布的研究，陳進國可能是最早的嘗試者，其論文

〈論日本創價學會在臺灣的早期布教活動—以臺灣警務檔案為中心的考察〉先在期

刊《宗教學研究》2001年第1期中刊載，後整理、擴充內容並收入其新著之中，請參

見陳進國，《隔岸觀火：泛臺海區域的信仰生活》(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頁160-180。不過陳著主要關注的是創價學會的舉動與當局的矛盾所在，並進而延

伸至「異文化」對其傳布地區的影響，特別可能夾雜有民族的、文化的衝突問題，

較偏向人類學的視角。本文並未有此企圖，而係欲透過檔案的厘析，思索中華民國

的行動，在東亞冷戰局勢中的意義，偏重外交史的視角。 
3
   瞿海源，〈解嚴、宗教自由、與宗教發展〉，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

編，《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01)，頁

249。 
4
   近年來，日本的創價學會研究成果漸有進展，如玉野和志，《創価学会の研究》(東

京：講談社，2008)；或較具責難內容的論述，如島田裕巳，《創価学会と公明党~

ふたつの組織は本当に一体なのか》(東京：宝島社，2014)；矢野絢也，《黒い手

帖 創価学会「日本占領計画」の全記録》(東京：講談社，2009)等。但這些成果多

在論述創價學會或公明黨的歷史、策略及發展情況，與本文所關切的方向並不相

同。本文的問題意識在創價學會與公明黨在當時中華民國的理解之中有何特別內

涵，並能因此影響、體現中華民國在東亞冷戰氛圍下的因應情況，及其可能的歷史

意義，目前似乎並未見到類似的研究成果。此外，由於創價學會即使在日本社會

中，仍時有遭受質疑的狀況，故前述這些研究成果，內容不無爭議，有時也可在行

文中感受到作者對創價學會的負面感受。因此，這些著作未必均有足夠的學術性，

惟在目前相關研究猶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本文仍予引用，敬盼學界先進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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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的因應與態度，便成為可以檢視中華民國在二戰後的兩岸分治局面

下，如何思考自身地位與制定決策的切入點，具有在外交史領域的探討價

值。 

前述此種「思考自身地位與制定決策的切入點」，本文援引美國國際關

係學者杰維斯(Robert Jervis, 1940- )借用心理學以解釋政權行為的理論，以中

華民國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中的「perception」為角度，進行筆者的研究嘗

試。5不過必須說明的是，杰維斯此一被中譯為「知覺」的論述，係用於檢

視決策者個人的心理活動，及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然本文將偏重對於政

權之整體表現進行評價，與原創者杰維斯並不相同。其次，「知覺」一語的

譯法恐怕太易與人類行為混淆，故本文以「局勢理解」一詞，替代解釋本

文中的「perception」，而不採用「知覺」的譯名。 

此外，本文將兩岸政權合稱時以「中國」稱之，個別指稱時則各以「中

華民國」及「中共」兩名詞代稱。此種安排係因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

雖已失去大陸領土，畢竟仍是擁有聯合國內的中國代表權，具有法律上(de 

jury)的地位，與今日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de facto)也互

不統屬。但中華民國抱持反攻大陸的國策，當時也未曾宣稱放棄大陸領土，

故以地理名詞如臺灣、臺北等亦或有不及。因此在折衷之下，乃以中華民

國為描述該政權行為時的代表名詞。 

二、 戰後東亞局勢與中華民國所感受到的冷戰氛圍 

整體而言，戰後中華民國對其自身國際地位的實際認知，其實已有一

定程度的「收斂」，例如其在對於琉球地位的主張等，均可體現其自知實力

不足的內涵。6也因如此，退守臺灣後的中華民國，自在原本的認知基礎上

                                                      
5
   杰維斯之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已有簡體中文

版，見羅伯特．杰維斯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北京：世

界知識出版社，2003)。 
6
   關於戰後「中華民國」對琉球問題的意見，學界已有不少研究，除筆者曾經發表過

的論文之外，褚靜濤〈釣魚島與琉球歸屬〉的前言中，便已提及相關的重要研究成

果。參見褚靜濤，〈釣魚島與琉球歸屬〉，《江海學刊》，第6期(南京，2010.12)，

頁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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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消沉。尤其在 1950 年 1 月 11 日便因蘇聯提出「控美侵臺」案，而使

中共代表伍修權(1908-1997)能在 11 月 28 日出席聯合國大會演說，更使中華

民國憂慮自身的地位。7對中華民國而言相對幸運的是，朝鮮戰爭致使中華

民國因美國的戰略目標轉趨明確，而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避免了自身的

生存危機。8這種情況雖未使得中華民國從此不再聲稱「反攻」或「反共」，

但至少更令中華民國在決策上相對持重，從而在面對許多事務時較為低調

退縮，體現其自我退讓的局勢理解。9此種趨勢造成中華民國有時無法貫徹

其實際理想(如「反攻大陸」)，於是乃以較隱晦的方式宣揚自身的目的，例

如以「反共」的口號包裝「反攻」的實質目標等。故 1950 年代以來的中華

民國，常在形式上大力宣揚反共「理念」，致力為其塑造「反共先鋒」的形

象，便是出於此種行動環境(operational milieu)下的舉措。10
 

然而時至民國 50 年代以後，越戰(Vietnam War)態勢的激化，致使東亞

民主陣營成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也使東亞的冷戰局面，形成一種表

象與內涵並不一致的情況，而此情況對中華民國而言最為不利。蓋美國雖

與受到中共不少支持的北越兵戎相見，但美國在東亞的盟友，卻未必對中

共有著一致的態度，例如中華民國固與大陸全然對立，但日本卻始終抱有

透過「等距離外交」或「政經分離」等策略，與中共建立穩固關係的期望。11尤其

                                                      
7
   王正華編，《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臺北：國史館，2001)，

頁9-50。 
8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2011)，頁151-152。 

9
   有關中華民國在冷戰期間自我退讓狀況的研究，曾有論者發表數篇論文加以討論，

如見任天豪，〈「正統」與「生存」的糾葛：中華民國對中共核武的外交因應

(1963-1968)〉，收入周惠民主編，《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與應用》(臺北：政大出版

社，2012)，頁181-211；任天豪，〈光華寮事件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冷戰「知覺」

(1956-1966)〉，收入唐啟華、張啟雄、李朝津、許育銘、川島真編，《多元視野下

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2)，頁123-152等。 
10

   上述討論有關東亞冷戰史的任天豪，亦曾有一文論及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係在一

種「貌似錯綜實則單純」的行動環境下制定決策和採取行動，故爭取正統仍是當時

的主要目的，只是形式上多以反共包裝其實際意圖而已。參見任天豪，〈甲午戰後

二甲子的東亞新危機—從甲午戰後一甲子的釣魚島事件看今日中日領土僵局〉，

《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第5輯(北京，2015.11)，頁207-227。 
11

   日本對中共的此種外交策略，以吉田茂(1878-1967)在戰後主政時的態度最為明確，

相關的研究不少，而徐浤馨於2008年的論文，或許是華文學界目前較新的單篇論文

研究成果。參見徐浤馨，〈日本吉田內閣期中國政策的原點—以「等距離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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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時，日本成為首個得以舉辦夏季運動會的亞洲國家(1964 年第 18 屆奧

運)，更使日本此一東亞戰敗國，正式體現其重新振作後的國力。這對實力

漸衰的中華民國而言，自不免感到同盟內部的競爭壓力，尤其日本與中華

民國的價值，在美國眼中本就有高低之別。因此，東亞的冷戰格局雖因越

戰的激化而看似更加鞏固，實際上卻未必盡然。 

因此，除中華民國與中共的內戰連結冷戰外，日本對中華民國與中共

的兩種雙邊關係，也有冷戰中的同盟與敵對狀態內涵如何的體現價值；其

他國家面對此二關係的舉措，也有關注意義。例如，中華民國的合法性雖

仍被多數國家承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的「中國代表權」亦尚由中華民

國擁有。但因中共早已獲得共產集團諸國、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大主

要國家、冰島以外的北歐國家，以及包括瑞士、荷蘭乃至英國等重要歐洲

國家的承認，而使其具有爭奪中國代表權的相當力量。尤其因中共既有大

陸領土、又曾接受蘇聯指導，其所擁有的軟、硬實力俱已漸非中華民國所

能企及，也從而影響中華民國制定決策時的考慮。 

於是，此種既來自敵對陣營、也出於盟友陣營的外在壓力，導致中華

民國更有必要加強其對內部的控制力。畢竟其所面對的行動環境，恐不僅

只對外關係上的不利，諸如外敵的內部顛覆、不願接受國民黨統治者的反

彈行動等，亦可能對中華民國產生威脅。是故即使是看似無害的宗教，也

可能因其組織或號召能力，成為足以引起中華民國關注的事務。形式上，

此非僅只冷戰時期才會對政權出現的潛在威脅，但因冷戰氛圍的環繞，而

使其勢不可免地成為檢視東亞冷戰情勢的角度之一。諷刺的是，中華民國

進行此種行動的時間，已是結束中日戰爭以後的冷戰時期；但為因應日本

或將倒向中共的可能趨勢，使得中華民國也不得不對日本警戒，形成一種

性質上仍似不合的「矛盾」情形。而本文所欲探討者，則係自宗教事務所

衍生的問題。 

                                                                                                                         
為探討物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8期(臺北，2008.02)，頁16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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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華民國對宗教事務的理解情形 

宗教對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而言，原即內涵遠比表面複雜的問題。日

本尚統治臺灣之時，宗教以早已傳入臺灣的華人本土宗教，如佛教、道教

等為主。這些傳統華人宗教，起先並未被日本視為法律上的「宗教」，而較

接近所謂的「舊慣信仰」。這種分類，即連早被日本法制化了的佛教亦然。12

由此可見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其統治者也曾與在地宗教或信仰，經歷磨

合時期。13
  

日本將臺灣既有宗教歸之以「舊慣」的態度，其實隱含視其為「落後」

的意涵，故其因應臺灣原有宗教與習俗的方式，大抵係基於文明的高位—

畢竟其意涵係「舉凡與統治者『新』政策、『新』制度相對立的事物」，故

以新舊之分暗示文明開化的程度—以推動達成「尊皇思想」的目的為出

發點。14也因如此，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中，其實便已對臺灣的宗教，滲

入部分的政治操作性質。此種背景致使戰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以後，也不

免對臺灣的宗教組織抱持慎重以對的態度。例如，對曾由日本總督府宣導

而頗具「皇民化」意涵的「南瀛佛教會」，便不時要求其備查，並進行十分

仔細的檢查。15即使該會已於 1946 年 10 月，改組為「臺灣省佛教會」，亦

                                                      
12

   參見江燦騰，〈日本帝國在臺殖民統治初期的宗教政策與法制化的確立〉，《中華

佛學學報》，第14期(臺北，2001.09)，頁95。至於日人所謂「舊慣」，實「涵義甚

廣，並非單指臺灣舊有風俗習慣，舉凡與統治者『新』政策、『新』制度相對立的

事物皆可稱之為舊慣。舊慣可分為慣習與風俗兩種，慣習的類別可區分為統治上之

慣習、倫常慣習、儀式慣習等，儀式慣習中有一項即是宗教的種類、狀態與信仰的

標準」。由此也可得知，無論臺灣原本的在地信仰是否與日本同源，日本殖民統治

時代終究將其視為與日本不同的「宗教」，而需加以改革或禁制，見林佩欣，〈日

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2。 
13

   關於日本統治初期對臺灣舊慣宗教所採取的各種舉措，可參見林佩欣，〈日治前期

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頁11-132。 
14

   可參見蔡蕙頻，〈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發展與尊皇思想初探〉，《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學報》，第40卷第1期(臺北，2009.05)，頁119-142。 
15

   如對其章程呈報、會員及候補理監事名冊、圖記啟用、組織總報告表等，均較其他

團體更為瑣細。參見「公署民政處批復臺灣省佛教會」(1946年3月28日)，〈臺灣省

佛教會章程等呈報核示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檔號00312320001008；「公署民政處批復臺灣省佛教會」(1946年4月18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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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免除當局的疑慮。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更致力於掃除日本

遺留之宗教文化影響，並代之以具有中國意識的內涵融入。16
 

在尚未丟失大陸領土之前，當局所以會對當時臺灣宗教中的政治性質

特別敏感，是因該政權本就具有利用宗教以遂行政治目的的行徑。例如早

在 1943 年時，國民參政會便已曾建議國民政府，對各宗教事務及團體加以

管理。17甚至在提出此「建議」之時，便已明確在其制定目的中，言明針對

「在淪陷區中，替敵偽宣傳，妄稱劫數，沖淡國人敵愾思潮」者的打擊。18而

在 1945 年時，國民參政會又有「擴大組織中國佛教」，以強化國人民族認

同的建議。19因此，既然中華民國政權的前身國民政府早有類似經驗，兩岸

分隔後仍堅稱中國正統的中華民國，欲以宗教進行政治上的競爭，當然也

                                                                                                                         
省佛教會候補理監事名冊核備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檔案》，檔號00312320001010；「公署民政處批復臺灣省佛教會」(1946年5月6日)，

〈臺灣省佛教會圖記啟用核備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

案》，檔號00312320001001；「公署民政處批復臺灣省佛教會」(1946年5月17日)，

〈臺灣省佛教會圖記印模核備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

案》，檔號00312320001004；「公署民政處電複臺灣省佛教會」(1946年10月25日)，

〈臺灣省佛教會圖記印模核備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

案》，檔號00312320001012。 
16

   藍吉富，〈臺灣佛教之歷史發展的宏觀式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臺北，

1999.07)，頁240。附帶一提的是，戰後中華民國在臺的宗教統治政策，大致上仍有

一定限制，但相較於共產黨統治區猶較讓人信賴。而在面對不同宗教上，政府的態

度、政策也不盡相同，故也很難清楚說明其「確定的宗教政策」。因此在現實環境

上，在中華民國對戰後臺灣宗教的議題上，除其大抵延續戰時的對策方式外，佛教

系統也有較伊斯蘭教、基督宗教相對嚴格的管理對待。有關中華民國在戰時的宗教

政策，及戰後對臺灣佛教的管治細節，可分別參見郭華清，〈國民黨政府的宗教管

理政策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北京，2005.09)，頁24-35；李尚全，《當

代中國漢傳佛教信仰方式的變遷：以江浙佛教在臺灣的流變為例》(蘭州：甘肅人民

出版社，2006)。 
17

   如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致行政院公函」(1943年11月29日)，〈三屆二次參政

會建議請內政部或社會部內特設管理全國宗教門部〉，國民黨黨史館藏，《國防檔

案》，檔號防003/2661。 
18

   「請政府於內政部或社會部內特設管理全國各宗教專管部門並延聘熟悉各宗教人士

制定保護及取締辦法案」(1943年12月)，〈三屆二次參政會建議請內政部或社會部

內特設管理全國宗教門部〉，國民黨黨史館藏，《國防檔案》，檔號防003/2661。 
19

   「四屆一次參政會請建議社會部擴大組織中國佛教案」(1945年10月無日期)，〈四

屆一次參政會請建議社會部擴大組織中國佛教案〉，國民黨黨史館藏，《國防檔

案》，檔號防003/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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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加上臺灣原有的民間宗教，橫豎亦早受到不少來自政治的影響，

故無論從中華民國有意利用宗教、或期望運用宗教之力的角度來看，或民

間如何承受政府對宗教進行操作的面向觀之，中華民國的政治力量滲入宗

教，實是十分自然的發展。 

是故整而言之，在中華民國即或還未失去大陸領土時便已對宗教領域

投注一定關切的情況下，二戰結束後的中華民國，在面臨同樣嚴苛的政治

狀況下，自更注意包括宗教團體動向在內的問題。除前述臺灣社會本就具

有的政治／宗教內部性質外，也因宗教團體通常擁有組織能力，一旦有意

對抗統治權力，便會造成嚴重問題；而即便宗教團體本身不願涉入政治，

亦可能因其組織力量及對信眾的影響，成為政治勢力交結、串連的對象，

從而造成中華民國的憂慮。尤其該宗教團體如若來自海外，或與中華民國

在冷戰局勢中有關的其他國家有所聯繫，自將更令當局關切。只是倘若涉

及他國，便可能影響中華民國的對外關係，處在冷戰下的中華民國自然更

需謹慎。此種權力型態，便是中華民國在面對創價學會等海外宗教團體時，

產生何種基本局勢理解的背景。 

四、 佛教組織對兩岸政權的牽動 

民國 40 年代時，中華民國與中共政權均曾不約而同地利用佛教的途

徑，進行與日本的交流工作。例如何應欽(1890-1987)便曾對蔣中正(1887-1975)

報告，「東京白蓮社主大西一政」歡迎中華民國選送三名青年赴日研究佛教

之事。何應欽建議除要盡速辦理出國相關手續外，更要「施以短期政治訓

練」，才能「在研究佛教之餘，以國民外交方式促進民間合作」，20言下之意

甚是明顯。 

即使中華民國動作積極，但日本此一「冷戰盟友」的佛教界，在面對

中華民國與中共兩個「中國」政權之時，採取的立場卻常不如中華民國之

意。例如 1953 年 7 月之時，為護送 1945 年「花岡事件」遭到殺害的亡者

                                                      
20

   「呈文」(1951年9月5日)，〈《臺(40)改秘室字第0394號張其昀、唐縱呈〉，國民黨

黨史館藏，《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檔號總裁批簽4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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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骨，而由日本所派遣的代表團抵達北京。該代表團由「世界佛教徒日本

聯盟常務理事」中山理理率領以 11 人所組成的「中國人殉難者遺骨護送

團」，其中與宗教界有關者至少有 6 人，除一位學者阿部行藏(1907-1981)外，

全部來自佛教界。包括團長中山理理，及時任「日中友好協會東京都聯合

會會長」但曾於 1931 年組織「新興佛教青年同盟」的妹尾義郎(1889-1961)、

曾為「佛教者平和懇談會」且宗教著作極多的僧人壬生照順(1908-1987)、「日

本佛教同盟」常任理事佐佐木晴雄，以及曾於花岡事件時同被押在獄中的

畑義春等。21而這些人士雖是宗教界成員，卻也多有涉及政治的經歷，例如

妹尾義郎、壬生照順；中山理理則地位尊崇，至 1955 年時亦曾在東京舉行

為「在日本殉難的中國抗日烈士和被美國原子彈炸死的中國人民」之祭弔

法會，正訪日參與「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日方稱「原水爆禁止世界

大會」)的趙樸初(1907-?)等人也一併受邀出席法會，22對雙方佛教交流所可

能增進的民間外交效果，代表意義自然不小。 

然而此一「代表意義」，卻正好是中華民國難以接受的大忌，蓋其正是

削弱中華民國與日本關係的一種體現，即使形式上只是「宗教活動」。尤其

趙樸初與中共政權關係密切，常以佛教為依據，拉近中共與日本的關係，23

對中華民國自具威脅。同時或也反映中華民國的憂慮確有現實意義，及其

所以試圖干預宗教等社會、文化事務的原因，亦與「爭正統」的內戰思維

                                                      
21

   〈「中國人殉難者遺骨護送團」等一行到達北京〉，《光明日報》(北京)，1953年7

月9日，1版。而所以可知畑義春亦在花岡事件時被囚，係根據耿諄(1915-2012)的回

憶，參見耿諄，〈耿諄的家與國〉，《讀庫0801》，第1期(北京，2008.03)，頁1-38。 
22

   〈東京舉行法會弔祭在日殉難的我國抗日烈士〉，《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8月

20日，4版。 
23

   參見持田日勇，〈繼承和發展《黃金紐帶》的和諧精神—追憶趙樸初先生〉，收

錄於「鳳凰網佛教：第十三次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 

http://fo.ifeng.com/special/zhonghanrihuiyi/jiaoliu/detail_2010_10/19/2827607_0.shtml，2017

年11月15日檢閱。因趙樸初甚早便為中共涉外事務的「民間代表」一員，故中華民

國也多以其為中共籠絡他國的助手視之。例如1956年泰國經濟人黨魁「乃貼」(Nai 

Thep Jotinuchit)訪問中共時，外館亦探得趙樸初以「偽佛教協會副會長」之職接待

泰方，見「中華民國駐泰國大使館電外交部」(1956年3月2日)，〈泰國經濟人黨領

袖Nai Thep Jotinuchit(乃貼)等訪問中共及駐泰大使館時事報告〉，國史館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020-010410-0012。其他類似檔案，此處不贅。故趙樸初在當時中

華民國的認知中，應確有中共政權一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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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特別是該年度邀請中共方面佛教代表後，果然造成實質影響，如原

在 1952 年即已商定由中華民國迎回在日玄奘(602-644)靈骨之事，也在 1955

年突遭考驗。蓋中共即向日方提出相同要求，24且正是由趙樸初出面電致日

參議員大谷瑩潤(1890-1973)—亦「日中(共)佛教交流懇談會」會長—等

人索討所致。25此事不僅由總統蔣中正批示，將以政府之力補助經費，26內

政部也立即召開跨部會會議，加速會商安置玄奘靈骨之地等相關事宜，27可

見中華民國對此事的看重。而此看重自非對玄奘靈骨本身的重視，而是其

背後所體現之「正統中國地位」的象徵意義。 

除此之外，中華民國所憂慮的部分，也不只其在「爭正統」方面的可

能受挫而已。其在臺灣的統治是否穩固，也漸隨「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大

幅下降而被實質重視，這便使得中華民國的「求生存」需求因之提高。是

故中華民國對於具有影響民心的宗教團體，自將更為審慎。不過整體來說，

前述佛教活動雖然不無政治連結的性質，畢竟仍是民間的「交流」活動；

然而一旦宗教組織明確地牽涉，甚至試圖影響政治，對中華民國自當更具

威脅。何況中華民國已曾敏感於所謂的「變質佛教」，28故對在地更久的佛

                                                      
24

   「中央社參考消息：匪偽佛教協會竟要求日本 將玄奘靈骨送往匪區」(1955年11月7

日 )，〈中日文化事業之宣傳與交流〉，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20-010105-0003。 
25

   「國家安全局致外交部電」(1955年11月18日)，〈中日文化事業之宣傳與交流〉，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20-010105-0003。 
26

   「行政院秘書處致內政部函」(1955年11月8日)，〈中日文化事業之宣傳與交流〉，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20-010105-0003。 
27

   「內政部開會通知：為會商玄奘大師靈骨安置地點暨招待日僧代表事宜」(1955年11

月21日)，〈中日文化事業之宣傳與交流〉，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20-010105-0003。 
28

   此種所謂「變質佛教」的概念，是中華民國尚未失去大陸領土前，便已為將臺灣的

佛教施以「大陸佛教化」，所產生的一種對應式的分類。蓋其係將日本統治時期傳

入臺灣的日式佛教宗派，視為受日本影響而「變質」者。參見王順民，〈當代臺灣

佛教變遷之考察〉，《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臺北，1995.07)，頁320-321。惟必

須強調，王文所提出的「變質佛教」係宗教史研究中的一種歸類，當時的中華民國

政府並非是以所謂「變質佛教」的概念理解創價學會。事實上就檔案觀之，當時管

理當局乃以「具政治意識的佛教組織」認知創價學會，故實係以「來自日本的佛教

團體」理解，難稱為「變質佛教」。然筆者此處所指，只是指出先行宗教史研究裡

所稱「變質佛教」中的「日本化」特質，確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有所疑慮的內涵之

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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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本就益加關注；兼以日本佛教的入世態度又較強烈，難免更令中華民

國警覺。於是，來自日本佛教界的「創價學會」，便因此成為中華民國查禁

的對象。蓋此被中華民國目以「日蓮教」的創價學會，既淵源於中華民國

的「冷戰盟友」日本，卻又毫不避諱地議論政治，甚至不時對中共釋出善

意，均為中華民國帶來必須面對的狀況，終於導致中華民國索性對其加以

查禁。於是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便形成一種新的矛盾，即使此時的雙邊

關係已處於盟友而非對抗之姿態。 

五、 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的態度與行動 

然而應該注意的是，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的關注，並非自其傳入之時

便開始的，而是在 1961 年至 1962 年左右時，因為中華民國感受到創價學

會的可能威脅，方才轉而關切。這或許體現幾種可能，包括中華民國起先

係基於對美國力量的尊重而忽視，蓋其認為創價學會得以進入臺灣，係在

1960 年 2 月以後「由美軍顧問團通訊上士赫恩之日籍太太赫恩緋登美利用

其特殊身分從事該傳教活動」；29也可能代表此前的創價學會並未展現出令

中華民國憂慮的性質，例如強大的組織力量，故而僅被中華民國視之以單

純的宗教團體，直到此刻方才讓中華民國開始「有感」而已。此種猜想可

以下例佐證：中華民國「內政部」曾於討論取締創價學會的會議中，表示

該組織其實曾在 1962 年 9 月以「創價學會」之名，向內政部「申請准予成

立全國性人民團體」。不過，除內政部當時已「批駁有案」之外，中華民國

政權內部均是以「日蓮教」之名稱之，顯示中華民國確係以宗教團體的概

                                                      
29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摘要」(1962年12月20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中華民國特別指出赫

恩緋登美「利用其特殊身分」，可見「美國」此一權力概念的影響。而根據警務處

的調查，則是指出赫恩緋登美係於1959年5月自日抵臺，並於來年2月後開始傳教，

見何鳳嬌，《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 (臺北：國史館，1996年)，頁

389。陳進國則認為，創價學會應是在1955年前後，在臺「信徒已具一定的規模」，

而「日本創價學會對臺展開有組織的布教活動，則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見

陳進國，《隔岸觀火：泛臺海宗教區域的信仰生活》，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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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理解創價學會，而非牽涉政治意識的組織。30而至少在 1962 年 8 月之時，

警務處猶稱「『創價學會』與『日蓮教』之正確關係，尚未查明」，僅推測

創價學會「似為『日蓮教』之最高領導機構」而已。31
 

然而，創價學會即使「只」是宗教團體，其實仍將是值得中華民國審

慎面對的組織。蓋創價學會本係自 13 世紀時的大日蓮﹙1222-1282﹚所創

宗派脫胎而來，而大日蓮原就具有強硬、激烈的性格，也有明顯的改變國

家命運理念；創建的宗派則在激昂之外，亦明顯透露著被評價為「偏狹」

的內在，而「擁有戰鬥型的熱情」。32這些特質，與多數的宗教組織甚為不

同。因此或許可說，創價學會的淵源之中，本就滲有強烈入世且積極影響

政治與社會的現實內涵。同時，創價學會更是日本在戰後經濟進入高速成

長期後，社會弱勢群體透過宗教力量組織而成的團體，33這對中華民國政權

而言，也不免多所疑忌。是故創價學會意欲在臺申請成立，本就因其內在

性質而有些許不利之處。 

當然，中華民國對於日蓮的淵源，或創價學會與日本社會環境間的深

刻關聯，可能都知之甚少。但在其疑慮開啟後的認知中，也湊巧地未將創

價學會視為一個單純的宗教組織。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發現，創價學會不僅

為一「政教合一之非純粹宗教組織」，更認為創價學會的組織型態，「既具

政府機構雛形，亦富軍隊之編組」，因此「實已隱伏強烈之政治作用」。此

外，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在日本的發展速度與主張立場亦均採疑慮角度，

發展速度體現了中華民國對其組織力量的擔憂，主張立場則讓中華民國認

為其「在日政治主張與左翼政黨甚為接近」，而可能成為中共、臺獨支持者

                                                      
30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1962年12月22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31 

  何鳳嬌，《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頁360。 
32 

  關於大日蓮的評價，可以透過著名的日籍傳教士內村鑑三(1861-1930)於1895年所著

之Japan and Japanese中所描寫的生平與形象，瞭解大日蓮的為人與理念，並體會

何以其所創教派會有如此性格的原因。中文譯本請見內村鑑三著，陳心慧譯，《代

表的日本人》(臺北：遠足文化，2013)，頁158-199。 
33

   王新生，〈戰後日本的宗教與政治—以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為例〉，《臨沂大學學

報》，第33卷第3期(臨沂，2011.06)，頁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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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日本有心人士「利用搜集情報之可能」。34由此可以看出，中華民國相

信創價學會具有對中華民國不利的幾種性質—「反政府」、「左傾」與「組

織性」，於是創價學會便即成為中華民國所以相對強勢因應的宗教組織。也

就是說，中華民國在拒絕創價學會合法申請的時候，對其理解大抵仍偏向

宗教團體，並未明確感受到其原就具有的高度入世性質；但到中華民國決

意進行取締之時，便已確實認識到創價學會並非單純的宗教團體了。35或即

因為中華民國起先並未敏感於創價學會的性質，故警政單位原本並沒有對

創價學會的在臺傳教採取主動取締之舉，而是在 1961 年 8 月 29 日以後，

方才感到問題或將較想像更為嚴重，因而開始行動。蓋當時有創價學會東

南亞總支部長之森田一哉(1926-2007)預計赴臺，斯時乃是臺灣支部婦女部部

長的赫恩緋登美，遂決定訂 8 月 31 日在「北投蓬萊別館邀集教徒二百餘人，

集合選舉臺灣支部負責人」。警備總部為免內有風險，遂透過「影響蓬萊旅

社拒作集合場所」的方式，促使該集會以「流會」告終。警總亦表示，「該

教琉球方面高級人員，且經常以商人身分輪流來臺傳教，吸收教徒」，然在

其教徒日眾的情況下，成員逐漸滲透到政府機關，便使當局感到疑慮。例

如，「該教在臺南部負責人陳振春，為現役海軍技術人員，極力運用其同僚

關係，軍中已顯露滲透跡象」，便體現中華民國所以開始壓制的其中之一要

因。36
 

雖然如此，中華民國在實際的查禁行動上，似乎仍算溫和。中華民國

除直接對創價學會的組織本身執行嚴厲手段外(如強制解散、禁止活動、沒收

器材等)，更重要的事務係在「安撫人心」。故其主要的行動聚焦於「新聞宣

                                                      
34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五)日蓮教在臺活動現況」(1962年

12月22日)，〈取締創價學會〉，《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藏，檔號052.1/0007；「日蓮教組織概況及查禁經過情形報告」(無日期)，〈創價學

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35

   有關中華民國此時對在臺創價學會的抵制行動及其意義，可參見任天豪，〈冷戰與

宗教：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在臺發展的因應及其意義〉，收入周惠民主編，《近代

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年)，頁145-177。由於已

有論述，本文對此取締過程不予詳述。 
36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摘要」(1962年12月20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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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方面，其中包括「策動新聞記者訪問」警備總部並強調該會乃係未得

許可成立之「不合法之組織」、「請中委會第五組，協調中國佛教會，為文

於報端辟斥日蓮教非佛教正宗」、「由臺灣省警務處提供邪教詐騙害人資料

發動各報社及廣播記者訪問，或以教徒(讀者)投書等方式，呼籲軍民勿誤入

歧途」、「請中委會第六組指示民間黨員同志，個別宣傳，勸阻民眾勿參加

該教」，及「請國防部總政治部告誡全軍官兵，勿誤入該教」等。37這表示

中華民國即或預備查禁創價學會，但比較積極的手段，主要是用於拉攏臺

灣民心的部分，而非與該日傳宗教組織的對抗方面。此由官方討論對策時，

明確做出將對創價學會「先禮後兵」的表示，可以窺知其偏重對內統治的

性質。38
 

其次，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的認識，其實仍不清晰。中華民國自行揣

摩而成的「日蓮教」，與實際組成之「創價學會」，對中華民國而言乃是兩

種概念。也因如此，中華民國在決定取締創價學會時的考慮之一，便慮及

對「日蓮教」進行查禁，或將「引起妨害宗教之誤會，但若以創價學會為

取締物件，則可避免妨害宗教之名」。39由此又可確認，中華民國查禁創價

學會的目的是對內的，因為創價學會無論是在日本傳布、或在臺申請成立

等時候，便均是以「創價學會」為名，從未有以「日蓮教」等名義行動—

該名義是中華民國自己歸納命名的。因此，中華民國所憂慮的「引起妨害

宗教之誤會」，應是在於憂慮導致國內民眾產生誤會，而中華民國係期望以

中文名目上的差異避免政治風險。此種不免有些玩弄文字、甚至「掩耳盜

鈴」的做法，體現的便是中華民國對此事影響的看法與態度，乃是對內而

非對外的現實狀況。 

再次，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的性質即或不甚了了，但因懷疑其左傾，

                                                      
37

   「查禁日蓮教作業程式表」(1963年2月26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38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1962年12月22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39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摘要」(1962年12月20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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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據美方透露，共產黨已滲入日蓮教」的情況下，40確立其對創價學會

的性質定位。只不過，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組織本身的查禁方式雖較對民

眾嚴厲，其實也只是相對而言，蓋其實際上仍是以「勸退」為手段進行。41

此種心態主要出於避免引起無謂紛爭，無論是在與日本的關係，或是臺灣

內部的官民關係方面。中華民國得以如此，自與創價學會在形式上，畢竟

只係民間宗教團體有關。這種思維與前述欲自「日蓮教」與「創價學會」

的名稱差異迴避惡名指責的心態類似，而這些亦均顯示中華民國在此事上

的審慎，以及關注臺灣內部狀況的決策考慮依據。是故中華民國內部討論

取締創價學會與否之時，主要利益便即放在「可防杜偽『臺獨』及匪(間)

諜利用」的功效之上。42
 

整而言之，此時中華民國抑制創價學會在臺傳教的行動，若被置入冷

戰期間中華民國的對外認識與採行戰略等環節中觀察，會有額外感想。在

中華民國開始關注創價學會行動的 1962 年之時，初衷或許和維持在臺統治

的內部關懷有關，但隔年實際取締時，心態便或已有變化。蓋在 1963 年時，

中華民國相對明確地意識到，中共「利用佛教對亞洲國家進行傳統宣傳滲

透並進行反美等活動，而此事實確未受到有關國家及世人應有之注意」，因

而開始有意對此展開宣傳等行動反制。43也就是說，取締創價學會之舉可能

不僅係因中華民國對其在臺集結信眾而危及統治的憂慮而已，而是將此相

對親近中共的佛教組織均予打擊，以為中華民國進行「對匪鬥爭」的整體

宣傳與行動策略之其中一環。由是觀之，創價學會在中華民國認為其有「左

傾」的疑慮下，成為此時中華民國反擊中共「利用佛教」的國際性鬥爭手

                                                      
40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1962年12月22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然必須說明的是，目前尚

未找到美國及中華民國其他相關單位的史料證據，證明美方有明確的「透露」之舉，

「透露」的內容亦無從得知。 
41

   〈傳入臺灣後變質 日蓮教自行解散 教主朱萬里親自宣佈 含政治社團於法不合〉，

《徵信新聞報》(臺北)，1963年4月10日，3版。 
42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1962年12月22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43

   「外交部致駐泰、越、韓、日、菲、美等使電」、「外交部致駐澳陳大使電」(1963

年11月21日)，〈我揭發中共對佛教之迫害〉，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

020-0104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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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一，便使得取締創價學會因而具有外交史方面的探討價值。 

六、 實際參政與公明黨成立對中華民國的影響 

中華民國除疑慮創價學會在臺灣的力量過於強大之外，其實也同時嘗

試掌握創價學會在日本發展的動向。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華民國即使已

然得知該會「於 1951 年由前創價教育學會理事長戶田城聖宣言祈伏大進行

後(祈伏即傳教之意)，數年間由數千人增至數萬人，於 1956 年至 57 年之間

之活動及發展成為宗教界之談論資料」，且「其活動遍致各方面，具有類似

軍隊之有系統之堅強組織，其時其會員約八十萬戶，1956 年參加政治活動，

即有三人當選為參議院議員」，甚至「據昭和 37 年時事年鑑記載，該學會

擬於五年間在其『祈伏達成運動』中達到三百萬會員」等強大的發展趨勢，44卻未

「見獵心喜」地試圖籠絡此一新興勢力，反而逕以查禁取締的態度應對，顯

見中華民國另有疑慮之處。而前述之左傾與「具有類似軍隊之有系統之堅

強組織」的組織性，應即其所主要在意者。45這也是當日本的創價學會從僅

僅支持候選人參政，轉變為實際組成「公明黨」此一政治組織，甚至提出

諸如「中日關係正常化」等主張之後，會使中華民國的態度與舉措出現變

化的主要原因。事實上，戶田城聖的政治主張並不特別強勢，主要只在達

成「王仏冥合」、「国立戒壇」等政教合一的理念而已—雖然這些理念後

來均被指責為違反政教分離的憲法精神而不再強調—行動上並未投入地

位較為優越的眾議員選舉。但當池田大作接班之後，卻更積極地投入各級

                                                      
44

   「外交部便箋」(未書日期)，〈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按引文中之「祈伏即傳教之意」係檔案中之

原文，乃當時部員對此陌生詞彙之解釋。但據某匿名學者指出，創價學會實無「祈

伏」之說，而是典出《勝鬘經》的「折伏」(しゃくぶく)。由此可知，當時中華民

國確實對創價學會的認識並不深入，似也無意探究清楚，更可看出中華民國對此事

的理解，的確不是以所謂「宗教事務」的角度切入的。謹此說明，並對提出此一指

教的匿名學者致上謝意。 
45

   公明黨成立初期，其組織、編制確實較不似一般政黨，受創價學會影響甚大，較無

自主權。有關創價學會與相關該會之各政黨間的關係，可參見陳儔美，〈日本創價

學會及其與政黨關係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5期(臺北，1998.05)，頁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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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影響日本政治的目的十分明顯；兼之其又主張與中共親近，46才令中

華民國警惕。於是，外交部便即對據報在中華民國市內北投地區「勸人參

加並收繳黨費」的所謂「公明黨」進行取締，理由即是創價學會會長池田

大作(1928- )向佐藤榮作(1901-1975)正式提出承認中共之要求，顯見池田「親

共媚共態度，事實昭彰」。47
 

必須承認，由於資料的缺乏，目前尚不能確定該位處北投的公明黨，

是否真是日本公明黨的在臺組織，抑或只是假借其名而已。惟不管怎說，

中華民國畢竟是以日本公明黨的在臺組織理解，表示中華民國採取行動的

出發點，終究是以在日之實質組織(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為對象的。故而即使

創價學會與公明黨其實根本不是左翼團體，仍被中華民國以左派視之。可

見創價學會與公明黨是否當真左派並不重要，中華民國當局「認定」其為

左派、親共之團體，便已促成取締的需求。同理，名稱中已然具有「公明

黨」三字的此一北投組織，便是在此情況下，成為中華民國查禁的對象。 

此外，中華民國所以將意識到的組織名稱，由「日蓮教」轉向「公明

黨」，更與池田大作在日本的行為有關。例如池田曾於 1968 年 9 月 9 日，「向

日本政府建議」承認中共政權並與之建交的意見。48雖然中華民國即刻便已

自日本媒體報導得知，執政黨之幹事長福田糾夫(1905-1995)已經立刻表示無

意採納的態度，49畢竟仍是個警訊。尤其駐日使館又為之分析，認為「創價

學會係公明黨母體，自 1956 年參加第 4 屆參院選舉以來，公明黨勢力膨脹

甚速」。但其發展迅速之因，卻被認為係以依賴「創價學會之宗教性組織，

而非由於政策獲得選民之支持」，故在下屆選舉前，「宗教性組織之力量已

                                                      
46

   有關池田領導下的創價學會，如何影響公明黨，及其參與政治的情況，可參見陳儔

美，〈日本創價學會及其與政黨關係之研析〉，頁49-55。至於其對中共的態度，及

中共與池田、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往來經過，可參看黃大慧，〈日本公明黨與中日

邦交正常化〉，《東北亞論壇》，第16卷第3期(長春，2007.05)，頁117-122。 
47

   「外交部函」(1968年10月24日)，〈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0.4/0001。 
48

   「國民黨中委會第五組致外交部函」(1968年10月18日)，〈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

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0.4/0001。 
49

   概見「駐日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8年9月11日)，〈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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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限度，故不能不標榜政策，以號召學會組織以外之選票」。由此可知，駐

日使館已然理解此事可以是日本的「政策」選擇之一，確有在日發展的可

能性。另一方面，駐日使館也提醒外交部「7 月參院選前公明黨曾透露正

計畫由委員長竹入義勝(1926- )等組織代表團訪問」北京，此在公明黨即或

雖無與中共「有特殊因緣之人物」的狀態下，仍將由於處在中共「已與日

共反目」、日本「社會黨內部紛爭未息」的背景下，致使中共「著眼於與公

明黨工作」路線成為「似屬可能之事」。50因此，「創價學會」與「公明黨」

兩個辭彙的性質，乃對中華民國漸趨一致。創價學會無論是否只是個具有

組織力量的「左傾」宗教團體，都已成為能夠影響中華民國在冷戰局勢中

涉及內戰的影響因素，與 1963 年僅以鞏固臺灣內部以維護中華民國統治基

礎而取締創價學會的理由產生區別。而後者(取締創價學會)相較前者(取締公

明黨)之下，有關冷戰局勢的成分極少，主要只是因應內戰需求的行動而已。 

雖然創價學會至此已然與中華民國理解中的「公明黨」走向一致的性

質，不過，面對公開表示如此不利中華民國之主張的池田大作，中華民國

也無甚反彈行動，暗示中華民國應有特別考慮。而此考慮可能出於幾個方

面，包括公明黨究非執政黨，自無大舉因應的必要；且創價學會及公明黨

成員，也曾不只一次地與中華民國私下溝通，使中華民國至少理解—即

使未必接受—創價學會與公明黨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並不惡劣，只是對政

局各有看法而已。51於是，雖然對中華民國而言，創價學會的概念已經「蒙

塵」，但中華民國也只是維持一貫的態度，並未特意加強攻擊創價學會或公

明黨的強度。直到 1969 年 1 月公明黨提出《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法途

徑》以後，中華民國即已無法挽回局勢，公明黨也成為日本與中共重建關

                                                      
50

   「駐日大使館譯9月9日《每日新聞》內容」(1968年9月9日)，〈日本公明黨與創價

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0.4/0001。 
51

   如公明黨副委員長兼參議院議員北條浩(1923-1981)，與中華民國駐日公使陳澤華間

的對談內容，「駐日大使館代電(附件)」(1968年11月18日)，〈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

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0.4/0001。又如

公明黨副委員長兼參議院法務常任委員長和泉覺(1911- )與陳澤華間的對談內容，

見「外交部收電」(1965年11月20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按陳澤華當時係以「公使銜」暫代「大

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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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推手之一。52
 

七、 取締行動的性質及其在東亞冷戰史中的意義 

雖然 1968 年年底以後的中華民國，並未對概念日趨一致的創價學會與

公明黨，採取更強化的行動，但整體來說，中華民國對創價學會仍非沒有

疑慮，只是與實際的政治組織相比，相對冷淡或消極因應而已。而這種疑

慮，大概可以 1964 年 11 月與 1968 年 9 月兩個時段，做為簡要的轉捩點區

分。在 1964 年公明黨成立之前，即使創價學會早於 1955 年便已遣人參政，

但中華民國也只是對創價學會的組織力量感到疑慮，取締的思維依據仍是

對內傾向的，以「護持在臺統治」為目的，猶未體會到創價學會的主張，

對冷戰時期日本對華政策的可能影響；公明黨成立後到 1968 年池田大作明

確提出傾向中共的說法之前，創價學會與公明黨對中華民國而言，大致上

仍是分開的兩種意義。中華民國對脫胎於創價學會的公明黨，認識並不深

入，也未對公明黨特別關注。也因如此，1965 年年尾時分，中華民國得知

韓國亦開始取締創價學會時，雖曾由外交部發電詢問駐韓使館，並命其完

成相關議題的說帖以為參考。53但駐韓使館卻在外交部交辦此一任務近三個

月之後，方才調查完畢並電呈該說帖到部，54可以窺見此事應非中華民國急

切在意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 1965 年外交部詢問駐韓使館的舉動可知，中華民國查禁

創價學會的時間，其實遠較韓國為早。但中華民國所以會在此時，展現意

欲瞭解韓國處理創價學會的意向，應與韓國查禁創價學會之時，公明黨已

然創立的局勢有關。不過，從中華民國整體行動的時程緩慢，或可推測中

華民國即使在明白公明黨與創價學會的淵源之後，仍舊沒有特別的關注。

                                                      
52 

   日後的發展，可參見林曉光，〈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的日本公明黨和「竹入筆

記」〉，《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9卷第5期(北京，2012.09)，頁94-100。 
53

   「外交部致駐韓大使館電」(1965年11月26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54

   「駐韓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66年2月23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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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由中華民國曾在公明黨成立後探查相關資訊之舉，可見其對公明黨是

否影響日本政局的關切，或較對創價學會的疑慮為高；但整體來說，仍較

1968 年池田展現意向之後相對溫和，蓋此後中華民國便已明確禁止「公明

黨」在臺發展的行動。甚至 1968 年 11、12 月時，中華民國不僅取締公明

黨在北投的活動，也開始透過僑委會的途徑，發動日本僑界對公明黨的警

惕。55亦即中華民國對公明黨的明確疑慮並不在公明黨組織之時，而是要到

池田大作具體地提出對中共有利的論述之後方才確立。 

不過，前述韓國取締創價學會的經驗，在對體會中華民國的局勢理解

狀況方面，仍有攻玉的價值。實際上，創價學會之進入韓國，與中華民國

的淵源有所不同。韓國係在 1961 年樸正熙(1917-1979)發動「五一六政變」，

並成立以其掌權之軍政體制後，方因「韓日關係開始解凍，兩國人民之來

往亦漸趨頻繁」之故，促成創價學會進入韓國的契機。意即創價學會進入

臺灣，大致上與冷戰時期的美國勢力進入臺灣有關，韓國則是相對單純的

國際交流結果。不過，中華民國在 1962 年年終之時，便已開始準備處理創

價學會問題，韓國則要到一年多後的 1964 年初，才因「若干報紙報導創價

學會在韓傳教情形，並揭發該會會員信奉日本國粹主義，甘受日人操縱

後」，基於「即時引起社會上強烈的反應與普遍的非難」而興起取締之意。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似較偏向先行察覺到些許不安之感，便即「未雨綢繆」；

韓國則是在社會已然注意到特定趨勢之後，方才採取行動，偏向「亡羊補

牢」。而且韓國所關注的「會員信奉日本國粹主義」一項，也可體現韓國取

締創價學會行動中的民族主義性質，與中華民國偏重護持統治效力的單純

目的大有不同。而自雙方的取締過程可以看出，中華民國起初的敏銳度似

較韓國為高，然整體上是由政府方面察知後所主導之舉；韓國則偏向社會

先起反應，政府方才隨後因應，故較能借著民意支持採取行動，阻力或許

可較中華民國為小。是故，韓國便即在 1966 年 1 月 21 日之「第六次國務

會議中通過決議案，斷定創價學會欠缺一般宗教應具備之普遍性，並且違

                                                      
55

   「駐日大使館致僑委會代電」(1968年12月13日)，〈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會〉，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0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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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憲法政教分離之精神，應予嚴禁傳教」。56
 

由此可見，同處於東亞冷戰局勢中的韓國與中華民國，均頗致力於符

合法律程序的方式因應，只是中華民國並未將其上升至憲法層級，而是在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刑法》或《違警罰法》等法律中，籌思可供

運用的法條而已。某種意義上，中華民國可能較韓國更為「守法」。例如在

中華民國思考取締創價學會而召開跨部會會議之時，內政部的思考便是日

蓮教(創價學會)先前申請成立「業經批駁有案」，卻仍「擅行結社，發展組織，

顯已違反戒嚴時期有關法令之規定」，因而得以取締；省警務處則在確定「有

可資查禁取締之法令依據」後，仍念及「未公開明令禁止」而慮「取締難

收實效」，可見其對合法性的重視。57另外如韓國取締創價學會的根據，係

先由「文教部召開宗教審議委員會，由出席之宗教界各代表，就創價學會

傳教事彼此交換意見」後，「咸認創價學會係一反國家、反民族之組織」後，

方才「籲請政府禁止該會傳教」。58可是該「審議委員會」本即由文教部主

動召集，再依此由政府召開之委員會「籲請政府禁止」，不免予人自導自演

的懷疑。59相較之下，中華民國直接以該組織並未依法申請成立、原即非法

組成的法理加以取締，形式上得為人詬病之處，相對少於韓國政府的行徑。 

整體來說，駐韓使館歸納韓國取締行動的理論依據，分別是「否認創

價學會之宗教性」、「違背憲法之精神」與「傳教手段之非法性」三點，並

                                                      
56

  見「說帖：韓國政府取締日本創價學會傳教之經過、理論依據、取締辦法、取締效

果及日本反應」(1966年2月23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57

   「日蓮教查禁問題之研究」(1962年12月22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58

   「說帖：韓國政府取締日本創價學會傳教之經過、理論依據、取締辦法、取締效果

及日本反應」(1966年2月23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59

   警總稱該委員會為「韓國全國宗教聯合會」，並未辨明其是否由政府所籌組，見「臺

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4年2月18日)，〈取締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駐韓使館不置可否，但對

該「韓國全國宗教聯合會」的描述，確有「文教部於召集各宗教代表人組成『宗教

審議會』」等文字，見「駐韓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4年3月13日)，〈取締創價學

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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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說明內容。60這與中華民國在討論查禁方式時的評估，不無相近之處，61

表示創價學會對於冷戰中的中華民國與韓國而言，可能具有類似的潛在危

害，而此二形式上聲稱「民主」的政權，也只有類似的手段可以因應。是

以兩者均盡力削弱創價學會的宗教性質，並力求法律上不致落人口實。創

價學會在臺、韓的傳布與受挫，實也可以藉之觀察冷戰期間東亞民主陣營

的內部邏輯，以及彼此間的衝突情形。例如，中華民國疑慮於創價學會的

組織力量而取締，卻歪打正著地遏阻了該傾向中共的宗教團體、提早在臺

發展勢力的機會；韓國政府原本只是為維護民族意識、強化國家團結而禁

止創價學會傳教，卻反而造成創價學會及公明黨「極烈反對韓日複交談判」

的政治效果，62對國家利益稍嫌負面。因此，創價學會在臺、韓兩地的被查

禁，也可說是東亞冷戰史的一個「跨域性」案例。 

進一步說，前段所述或許不僅能是檢視中華民國面對此確有政治性質

的「佛教組織」時，可以延伸探討的視角；更重要者或許在於，相較於韓

國認為在韓創價學會「甘受日人操縱」等有關民族意識的感受，中華民國

不僅在對創價學會的看法不及此等強烈，即或公明黨成立後，中華民國亦

未積極因應，直至池田談話之後方才轉變。由此可知創價學會在臺、韓的

傳布，不僅確與冷戰中的陣營內部流動有關，在中華民國著眼點係是否涉

及其對中共方面的內戰局勢，韓國則關切創價學會可能不利於韓人的民族

意識此二點上，更可發現兩者本質上雖均與統治的內部需要有關，卻是不

同面向的展現。因此總的來說，做為「宗教團體」的創價學會，無論其日

後有無成立公明黨此類明確的政治組織，都已因其特殊的性質，而成為攸

                                                      
60

   「說帖：韓國政府取締日本創價學會傳教之經過、理論依據、取締辦法、取締效果

及日本反應」(1966年2月23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61

   如在討論創價學會是否有值得疑慮之處時，臺北提出創價學會的組織形式接近軍

隊，「這和一般宗教團體大異其趣」，見「日蓮教組織概況及查禁經過情形報告」(未

書日期)，〈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案》，檔

號052.1/0008。 
62

   「說帖：韓國政府取締日本創價學會傳教之經過、理論依據、取締辦法、取締效果

及日本反應」(1966年2月23日)，〈創價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外交部檔案》，檔號05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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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華民國、韓國政權狀態的「政治性質」團體。也因如此，創價學會便

即成為冷戰期間橫亙在中華民國與日本間的一個新「矛盾」，為戰後的雙邊

友好關係帶來變數。 

故若自冷戰時期東亞國際史的角度觀之，中華民國取締創價學會的行

動，即使在其主觀下具有國內的(domestic)性質，其實卻受東亞冷戰局勢的

影響。單以中華民國來看，其對創價學會或公明黨的認識著實不深，卻也

似乎沒有深入查探的打算。此除或與創價學會、公明黨的主張已對中華民

國的正統期許不無牴觸的原因之外，也和中華民國此時的局勢理解有關。

蓋中華民國既知創價學會係由琉球進入臺灣，但中華民國對琉球的理解，

多視之以美國力量的延伸，常採退讓態度面對。63故此在對創價學會的早期

營運乃至高層訪臺，也就不甚願意干預。尤其中華民國方面早有認知，過

去美軍在占領琉球時的統治政策，曾為安定民心而進行許多工作，體現美

國對於琉球的重視。例如，託管之初美軍便「首以迅速向島民發布原佈文

告，並以飛機散發傳單，勸導因受戰爭避難山谷僻地之島民歸還鄉土，並

予以供給交通所需之工具與行旅口糧等」。但是此種正面舉措，卻因「甚多

島民前均曾受日本時代之片刻原文如此宣傳，故難民皆認為美軍之毒計，

不敢想原文如此信。一時還鄉、續避，均感兩難，甚陷恐慌」。是以美方為

獲琉球百姓信賴，採「美軍軍政人員率有大批美籍日人(皆入美軍軍籍)」的

方式，試圖獲得琉球百姓的信賴。中華民國評價「此輩日人，日文稱為『二

世』，『二世』之意，乃生長於美本土之日本人，而歸化美籍者。二世於美

軍中之地位，除了極少數戰鬥大兵外，多任為軍政府人員或充翻譯職務。

故美軍乃利用二世人員，積極向島民宣傳、誘導，俾使第一步能為實現島

民還鄉」。 

此外，二世還有「廣揚美軍作戰占領之真意，與美軍軍紀嚴肅，絕不

暴行島民，並扶軍民合作，而助島民恢復家庭生活等等之實地宣傳」等功

能，於是在此行動下，「宣撫工作，甚能收效」。是以中華民國認為，「美軍

                                                      
63

   中華民國對美國統治琉球時期的對琉「局勢理解」，可參見任天豪，〈冷戰局勢裡

的第三清德丸事件—東亞冷戰與琉球、釣魚臺問題〉，《海洋文化學刊》，第22

期(基隆，2017.06)，頁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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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領初期之施政，安定民心，不能不勞功原文如此於二世人員之發揮成績。」64由

此可見此類在琉日裔人士，與美軍「政治作戰」方面的關係情形。由於這

些「二世人員」也是美軍在琉統治時，與當地親美分子，及在美本土琉球

僑民往來較多者。65因此對中華民國而言，來自琉球的日裔美籍人士，可以

體現一定程度的美國權力背景，自難免有投鼠忌器的心態。此種局勢理解，

也與中華民國在冷戰期間的其他行動所反映出來的情況，頗有相合之處。 

八、 結語 

宗教是觀察「冷戰」此一強烈政治意涵的概念，如何影響整個世界的

一個良好視角，但目前相關研究仍較少見。創價學會則因其發展背景及現

實影響力，即使在其發源地日本，融入論者主觀意見的評述亦所在多有。

然而，雖然創價學會原即帶有強烈的入世性格，但無論在臺灣抑或韓國，

其實並未顯現其在日本時的特殊性質，卻仍因不同理由遭到當地政府取

締。自中華民國的角度觀之，其所在乎之事倒非如韓國那般「民族主義」

的出發點，而是基於內在需要所做出的抉擇。此一需要與冷戰無關，而是

與中共爭奪正統的「內戰」思維。但是中華民國採用「左傾」等適用冷戰

的辭彙，未必代表其真心認定創價學會為左翼或親共組織，只是欲合理化

其取締行動的一種托詞而已。正因如此，中華民國並未「理直氣壯」地取

締創價學會，而是採取「勸說解散」的迂迴方式因應，並十分審慎地思考

                                                      
64

   「第二章軍政/第六節軍政府施政方策/(一)安定民心」(無日期，內容推估為1947年12

月底)，〈美軍佔領下琉球現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部檔

案》，檔號019.13/0001。 
65

   「保守分子，亦可稱為所謂實現民主主義之親美分子。以美方而論，即是從政地方

之善良分子。此輩人士，目前居住島上多係服務於軍政府、民政府、民政議會、各

市、町、村以及文教、警察、社團各部門之官公職務。自被美軍利用輔以治政以還

(按：「官公」與「治政」均原文如此)，盡力參與，故軍政府當局，亦極信任錄用。

並與駐島之『二世』人員，甚有密切來往，互以情感融洽。其後盾更有旅居美本土、

夏威夷等地之琉球僑民之擁護，對於今後鄉土政治動向，皆極烈主張，以美國單獨

託管保護之下，實行民主自治之理想，是為美軍統治琉球之一大助力矣」，見「第

二章軍政/第六節軍政府施政方策/(五)控制行動與思想監視」(無日期，內容推估為

1947年12月底)，〈美軍佔領下琉球現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

交部檔案》，檔號019.1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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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正當性。此種做法，顯示了中華民國真實的局勢理解內容。 

中華民國取締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行動，按理應屬「外交」業務之一，

因為該二組織均係來自日本的跨國性團體。不過外交部在此間並無特別表

現，顯然也不是主導部門，業務多僅在配合警務處或警備總部的要求而已。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取締創價學會與公明黨之舉，恐怕不是一個「外交」

方面的研究事例，而是一個相對單純的政治案例。不過即使如此，中華民

國取締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行動，仍有外交史及冷戰史研究上的參考價值。 

整體而言，中華民國所採取的行動，並未因創價學會及公明黨的外來

淵源，而體現「對外事務」的性質，反而透露濃厚的對內心態，因為其關

心之處實在與中共競爭的內戰部分。於是，形式上具有雙邊關係等外交性

質的取締創價學會之舉，便在中華民國無甚採用對外事務思維的情況下，

成為體現中華民國在冷戰時期運用冷戰語彙遂行內戰目的的例證之一。而

在創價學會「恰好」尚未在日本成就足夠氣候、公明黨也「恰好」尚未成

為自民黨的執政盟友之時，中華民國取締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行動，便即

「恰好」地沒有變成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實質衝突，只成為一個造就雙方

各有陰影的矛盾而已。然而即使如此，仍舊可以藉此體察二次大戰之後，

中華民國與日本此二東亞冷戰局勢中的反共盟友，未能「同心反共」的原

因，乃係因為彼此的利害已然不同。中華民國自戰後初期時所採用之「化

內戰於冷戰」、「以反共包裝反攻」的嘗試，並不能為其東亞盟友所接受。

故中華民國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取締創價學會上多增枝節，也無法令日

本添加多少支持中華民國進行內戰競爭的薪柴。取締創價學會與公明黨之

事，表面上雖未造成中華民國與日本間的不睦，其實卻已經體現出其中的

矛盾。於是，此種因為利害不同而無法切實「反共」的情況，所對中華民

國造成的局勢理解，也成為中華民國益發脫離其戰後以來的「正統」需求，

走向以在地化政權的內涵，尋求政權得以「生存」的推動力量。亦即就取

締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案例，實可看出中華民國在東亞冷戰的局勢理解

下，逐步由原本「爭正統」走向「求生存」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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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絢也，《黒い手帖 創価学会「日本占領計画」の全記録》，東京：講談社，

2009。 

Yano, Jun'ya. Kuroi techō: Sōka gakkai nihon senryō keikaku no zenkiroku, Tōky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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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WWII War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world history.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East Asia was not settled for some reasons. 

One of the reasons was the separation of ROC and PRC governments. In 

the long term of their hostilities, religion became one of the regions of 

their struggles. The Soka Gakkai and its affiliated political group, the 

Komeito, entered Taiwan where is the base of ROC for 

“Counterattacking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hen became a delicate issue 

in this island. This objective implied an important expectation which 

was the symbol of “Orthodoxy of China” for the ROC regime.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case study with the governmental archives, 

especially the “Archives of MOFA, ROC” reserving in Taiwan to survey 

the details for understanding ROC’s “perception” at that time. It may 

express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 among ROC, PRC and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from the aspect of the reaction of ROC for the foreign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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